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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宅基地问题论争中，产权致富论和权利扩张论分别在经验认知和法律权利理论上构成了

两个主流却具有误导性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变革话语。宅基地具有公共资源属性和建设自主房屋的土

地财产意义，在局部地区具有资产属性，无法完全对等于城市建设用地。法律实践表明，宅基地使用权

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强化宅基地管理，以克服宅基地利用的外部性，并实现细碎土地产权的有效整合。

在法律制度层面，宅基地使用权同属两种不同属性的土地法律制度，这是基于宅基地利用实践的“回应

型”法律制度建构。只有放宽法律的视界，从土地法传统和社会基础的角度来理解宅基地使用权的法

律属性，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宅基地法律实践，避免陷入“变法心态”下的“法律政策学”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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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 题 的 提 出

近年来，农村土地制度成为法学界和政策界争论的焦点。在我国城镇化“分散阶段”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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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同时并存的背景下，〔１〕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再次成为理论争锋的热点，农村宅基地成为建设

用地制度变革的主要对象。目前中央正在全国大力推行城镇化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

途径，城镇化最需要应对的问题在于，确保农业人口入城后生活稳定，防止低质量的城镇化，避免

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出现，防止形成“城市内二元结构”。〔２〕

一般而言，农民进城的途径大致有两条：第一，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城市经济体量的不断

增大，农村人口自然而然地进入城市。这种农民进城路径的实质是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是一

种宏观经济发展之下的自发型人口转移。第二，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建设资金的刺激和政府的小

城镇建设计划来完成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规划型转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能够实现较短时期内农

村人口的规模化转移。〔３〕

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在农村宅基地的使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宅基地闲置现象，造成了巨量

土地资源的浪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享有的用益物权，在现有的宅基地法律制度条件下，农户

的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残缺”、权能不足严重妨碍了农民财产权的实现，从而使得农民无法依靠宅基

地使用权获得进城资金。现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是提升城镇化水平和缩小城乡差距的制度

障碍。因此，急需放开农村宅基地的城乡交易，赋予农民更为独立的宅基地使用权。〔４〕

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宅基地是农村重要的土地财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的重要财产权，理

应具有可转让性。在学理上，这种改革话语意在对《物权法》中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权能扩张。

《物权法》第１５２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

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也就是说，现有立法并未将宅基地使用权定义为完整的用

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仅限于“占有”和“使用”，而不包括《物权法》第１１７条中所规定的“收

益”权能。〔５〕

目前，关于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变革的流行话语可以区分为视农村宅基地为土地财富的产

权致富论和主张以此为基础的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扩张论。产权致富论是关于宅基地制度变

革最基本的事实判断，它极大地形塑出在农村宅基地法律制度的改革话语中出现的扩充宅基地使

用权的权利扩张理论。在《物权法》颁布之前，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已经存在，１９６２年中央颁布的《农

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又称“人民公社六十条”）确立了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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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城镇化”与“城市化”在城市人口比率标准上并无不同，只是在实现方式上属于中国特色的选择。参见：

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载《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年的城镇化水平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上要达到６０％左

右，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４５％左右，其中户籍人口需要增加近１０个百分点。参见：《李克强督战新型城镇

化，已确定６２地试点》，载澎湃新闻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２６７３３４，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４ ０９ １８）。

相关的研究参见：韩世远：《宅基地的立法问题———兼析物权法草案第十三章“宅基地使用权”》，载《政治

与法律》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刘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周其仁：《还权赋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调查研究》，载《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２期；刘守英：《中共十八

届三中全会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实施》，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当然，宅基地使用权人并非无法在宅基地上获益，利用宅基地经营庭院经济，农民可以通过房屋出租（实

际上也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出租）来获益。不过用益物权理论中所界定的收益权是指通过利用财产获取收益、获

取天然孳息和获取法定孳息三个方面。显然，现有的法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权能并不完整。参见王利明：《物

权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８１页。



分离的格局，宅基地所有权归生产队，宅基地使用权归社员。〔６〕从此，我国确立了“宅基地使用权”

的概念，并逐步将其发展为一个用益物权概念。〔７〕１９７８年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

草案）、１９８２年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以及１９８６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

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构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

从农村宅基地的使用实践和法律的规定来看，宅基地使用权并非用益物权一般法律理论中的

主权利。尽管宅基地使用权并不从属于宅基地所有权，但宅基地使用权却兼具私权与公权的特

点，是一种独特的权利受限的用益物权。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话语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被误解之后的

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８〕目前国内对产权理论的应用，过于强调产权客体的排他性、独立性和可

转移性，极大地强化了制度变革讨论中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忽视了宅基地使用权

确立之前的“宅基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第１５３条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指引。

更重要的是，既有理论话语严重忽视了对宅基地使用权客体即宅基地本身的细致分析，将我国农

村的所有宅基地普遍性地视为具有极高资产属性的土地资源，且对宅基地使用权实践的相关经验缺

乏全面而清晰的认知，这不仅会导致对既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安排的理解偏差，而且可能将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带入歧途。本文首先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客体———宅基地———的土地资源属性构成进

行分析；其次从宅基地利用的经验层面，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扩权理论进行反驳；再次，讨论宅基地

使用权的法律实践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来重新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属性。〔９〕

二、宅基地属性的多元构成

宅基地使用权是对农民在宅基地上的土地法律利益权利配置的用益物权化。不过，宅基地不

仅具有法律权利所确定的法律利益，而且还包含了大量的非法律利益，并共同形塑出宅基地使用

权客体属性的多元构成。事实上，农村宅基地需要被进行基本的类型划分，普通农村的宅基地与

城郊农村、城中村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宅基地具有经济土地意义上的显著区别，后三种农村宅

基地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土地资产。〔１０〕构成产权致富论经验基础的后三种农村宅基地可以将其称

为土地资产型宅基地。宅基地是村庄建设的重要公共资源，土地资源意义上的非资产性和公有属

性是我国宅基地的基本属性；由于土地区位的不同，我国普通农村宅基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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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子：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属性辨析

〔６〕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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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１９６２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２１条第１款、第２款和第４５条第１款、第２款。

高圣平、刘守英：《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制度研究》，载《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实际上，主流改革话语对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误解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完全产权交易理论前提不加

反思的适用，一是对不完全产权理论的忽视。这两种经济学产权理论，参见［美］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美］科

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版；［美］Ｙ．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为了便于研究的展开，本文以适度规模的全国性社会调查为基础。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

心“农村宅基地调查”课题组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１４年３月在全国调查宅基地使用和宅基地管理情况，调研的３省

９县（１８村）市分别为：湖北省的襄州区、沙洋县与江夏区、江苏省的常熟市、高淳县与沛县、陕西省的石泉县、长安

区与洛川县。调研点选取标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距离城镇远近、地形地貌等方面。问卷主要包括每村２０份农户

问卷与全村覆盖问卷两种，发放农户问卷３２０份，最终有效问卷为３１３份，发放覆盖问卷３８００份，有效问卷３７６７

份。文中的调查经验主要来源于但不限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农村宅基地调查”课题组：《地尽

其利：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方向———对３省１８村宅基地管理实践的调查》（执笔人：桂华）。

对经济土地的土地财产、土地资产和土地资本三种表现形态的界定和区分，参见周诚：《土地经济学原

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０～１１页。



价值上形成差异，存在建设用地属性的差异；由于农村社会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普通农村

宅基地与土地资产型宅基地不可等而视之。

（一）日常农村社会中的宅基地

宅基地大多来源于耕地、山地、荒坡地。其中能够作为宅基地的耕地大多是耕种条件差、土地

肥力低下、农业经济价值低的土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依次出现三次建房高潮，〔１１〕宅

基地的选择和使用方式均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宅基地是村庄建设中重要的公共资源。一般来

说，划分给村民的宅基地归村民自己使用，外人不得干涉。但农村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居住地

的建设，如果宅基地的地块过于分散，比如南方农村，那么村庄建设的成本，特别是公共品供给的

成本就会很高，尤其是在老旧的宅基地没有复垦而新的房屋插花式地被建设的前提下，村庄的整

体建设将会面临极大困难。如此，村庄的居住格局不仅零碎不堪，而且村民的生活福利也难以获

得整体性增加。特别是在住宅格局高度集中的北方农村，宅基地的使用面积需要进行严格的控

制，否则紧张的人地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

宅基地并不具有与耕地相当的农业经济产值，洪泽区、山区和黄土高原地区的宅基地基本不

会占用可耕地。这些地区农村的宅基地大多是荒地、坡地和台塬地。宅基地一般用于村庄生活，

在利用实践中服务于农业生产。宅基地不仅用于建筑居住用房，还用于建造附属房屋和房庭院

落。附属房屋可以放置农具和杂物，而庭院则可以种植树木、瓜果蔬菜或用于饲养牲畜。〔１２〕

尽管全国宅基地的具体使用形态和面积大小各有特点，但却具有符合自身农业经济生产和村

庄生活的基本属性。比如，湖北荆门农村的宅基地由房屋占地、禾场、园圃、菜园和堰塘构成。禾

场为晒谷、打谷所必须；园圃则多为祖上留传，大多种有果树、林木和竹子，这些种植物平时可以用

来遮风、挡雨、避阳，待其成熟后不仅可以供农户自用，也可以在市场出售，为农民带来经济效益；

堰塘不仅能供给生活用水，而且能够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农民也将其视为宅基地的组成部分。

从土地资源学看，宅基地具有复垦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建设的房屋多为红砖平房或是简易楼

房，其墙体承重结构多为砌体墙承重结构系统，墙体建造原料多为普通黏土砖。〔１３〕这些房屋建造

难度低、成本低廉、对土层破坏程度小、退出难度小，废弃倒掉后，退出的宅基地自然成为耕地资

源。也就是说，宅基地实际上构成了农村经济耕地资源的预备役，经过土地整理后的宅基地能够

形成具有一定农业生产价值的耕地。

　　（二）无法等同于城市建设用地的宅基地

毋庸置疑，宅基地是农民的土地财产，但土地资产指的是土地财产中可折算为货币并可用于

抵偿债务的部分或是可用于货币表现、可构成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方余额的土地财产。就土地资源

属性而言，农村宅基地源于自然土地，经过对自然土地的平整、地基建造等方式改良之后，成为人

工土地与自然土地的结合而成的经济土地。〔１４〕显然，农村宅基地是国家和村集体无偿向农户供给

的基本生活资料，不可能直接体现土地的资产权利。至于土地资本，则涉及土地的经济运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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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研分析数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建房时期分别为１９８３—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

２０１３年，其中第一、三次建房潮的频数较高，第二次建房潮的频数明显降低。

２００７年《物权法》第１５２条“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

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规定就从法律上确认了这一点。对“附属设施”的目的特定性和权利范畴的分

析，参见陈华彬：《民法物权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６８～３７１页。

同济大学等合编：《房屋建筑学》（第４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１～６４页、第１２５页。

前注〔１０〕，周诚书，第７页。



入经济运营的土地即土地资本，而土地价格即土地资本的货币表现”。〔１５〕大部分农村宅基地并未

参与到土地的经济运营之中，不可能直接对等为土地资本。

我国法律将宅基地定义为农村建设用地，但在经济土地属性上，宅基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具有

本质上的差别。〔１６〕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城市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享有

垄断权，城市建设用地经过招、拍、挂进入土地二级市场后可以进行市场交易和自由转让。作为独

特的用益物权客体，农村宅基地与建设用地具有法律权利性质上的巨大差别。城市建设用地使用

权只能通过行政划拨或是土地出让的方式取得。在用益物权的权能上，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使用具

有更大的独立性，可以在土地二级市场上自由转让。

农村宅基地的主要用途在于为村集体组织成员的居住提供基本的土地资源，只能依法在宅基

地上建设住房及其附属设施。因此，农村宅基地是土地财产，但一般难以转化为土地资产和土地

资本。如果某块宅基地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在目前国家对土地的管制框架下，只能由国家来对宅

基地进行土地征收。城市土地贵比黄金的根源在于，国家土地用途管制及城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

级差收益，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价格受到区位因素（商服繁华度、交通通达度）、基础设施（市政基

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人口状况、自然条件、环境质量）、社会经济条件等质量评价指

标的影响。〔１７〕就此而论，普通农村宅基地显然无法享有城市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地租。〔１８〕城市经

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城市体系内部的发展，而且对周边农村具有显著的经济带动效应。〔１９〕虽

然少量农村宅基地的增值与城市建设用地的竞争地租有关，但本质上却是由于城市竞争地租的区

位覆盖（城中村）和区位辐射（城郊村、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之后所形成的土地资本外溢所致。

（三）宅基地资源利用的利益分化格局

在我国宅基地资源问题上，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土地利益分化。以上所讨论的是一般意义上

的宅基地，但正如前所述，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而言，城郊村宅基地，特别是城中

村宅基地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宅基地与一般的农村宅基地具有很大不同。这三种宅基地与城市

经济体系紧密相连，因土地的不断增值而具有交换价值，甚至具备相当的转化为土地资产的潜力。

城郊农村、城中村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宅基地增值来源于城市经济的辐射作用和国土管控

下土地资源利用中的供求矛盾。〔２０〕因此，上述宅基地的增值属于外部投资辐射性增值和供求性增

值等外力增值，而非自力增值。〔２１〕城郊农村宅基地距离城市经济体较近，容易受到城市经济的辐

射而形成土地增值；由于直接享受城市经济利益的外溢，城市经济体中的土地需求提升了城中村

宅基地的土地价值，城中村宅基地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宅基地在土地利用上近乎等同于城市建设

用地。当前宅基地产权致富论的经验基础主要来自城郊农村、城中村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２２〕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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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１０〕，周诚书，第１１页。

农村宅基地在土地资源类型上介于耕地和普通建设用地之间，土地资源学在土地用地层面对宅基地的

界定，显然无法有效反映宅基地与耕地的可转换性及其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区别。参见谭术魁主编：《土地资源

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０～９０页。

刘卫东等：《土地资源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２６～３２７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建设经济系：《城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１４页。

参见陈柏峰：《为了平等的不平等———与周其仁教授商榷农地农房入市问题》，载观察者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ＣｈｅｎＢａｉＦｅｎｇ／２０１４＿０９＿１７＿２６７９１１．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４ ０９ １８）。

刘锐：《农村宅基地性质再认识》，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周诚：《论土地增值及其政策取向》，载《经济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１期。

比如在既有研究中时常被提及的北京郊区郑各庄村就是城郊村的典型，参见刘守英：《集体土地资本化

与农村城市化———北京市郑各庄村调查》，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管这些农村地区宅基地的土地增值属于供求性增值，而且不可改变的是，完成增值并将继续增值

的宅基地已经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的土地资产。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客体悖论

（一）宅基地使用权可转让性及其理论基础

《物权法》颁布前，民法学界对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属性的讨论空前激烈，用益物权论的基地使

用权说、地上权说、特有用益物权说、人役权说及不同于用益物权论的占有权论均对宅基地使用权

的法律属性提出过不同看法。〔２３〕专门的土地法学研究并未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抽象的直接定义，

而是指出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构成为生存保障性、物权性、可转让性、有期限性。〔２４〕

从宅基地问题的现实争论点来看，最集中的争议要点在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可转让性。对宅基地

法律属性讨论的目的或是之后的理论延伸均指向宅基地的流转问题。宅基地使用权说、特有用益物

权说、人役权说和占有权说均对宅基地使用权的高度物权化持否定态度，反对宅基地使用权在村集体

范围外的可转让性。这种观点得到了现行立法的支持。而地上权说和土地法学理论均认为宅基地使

用权有可转让性。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否定说的立论在于，宅基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安身立命

之本，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前提下，失去住房与宅基地的农民会影响到社会稳定。〔２５〕

宅基地使用权转让肯定说立论的实质在于权利产权视角下的资源配置优化论。经济学视角

下的宅基地产权理论最重要的观点是，产权的明晰有利于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实现宅基地资源

的高效配置，进而实现社会总产品的增加。显然，产权的功能在于“导引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

内在化的激励”。〔２６〕近来西方权利产权理论对产权最经典的认定是“一束权利”。产权具有排他性

和相对独立性。权利产权认知进路的预设前提是权利客体具有经济交换价值。因此，通过赋予宅

基地使用权更大的物权甚至是独立物权，便是通过产权的私有化来减少交易成本的唯一出路。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客体悖论

宅基地的土地价值问题与宅基地利用问题直接相关。新近的专项研究指出，既有的宅基地法

律制度禁止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这种制度安排可能会带来一些负外部性，例如出现了大量闲

置的宅基地，使得宅基地的利用效率低下，又或者导致了宅基地的隐性流转问题，使得宅基地交易

费用过高，再或者使得土地征收成为宅基地进入土地市场的唯一渠道，导致了农民权益受损等问

题。〔２７〕这里涉及的是对宅基地使用权客体的经验事实的判断。

被学界经常引用的实证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户”和“空心村”，全国２亿亩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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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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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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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分别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２０９～２４８页；江平：《中国土地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９５～３００页；王利明主编：《中国民

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７２～２８０页；关涛：《大陆法系民法中的人役

权》，载《法学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６期；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９７～２１６页；孟勤国：《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刘俊：《中国土地法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２３～３２５页。

孟勤国：《物权法开禁农村宅基地交易之辨》，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

５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７６页。

［美］Ｈ．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前注〔８〕，科斯、阿尔钦、诺斯书，第９８页。

曹泮天：《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４页；张国华：《论宅基地使用

权的可流转性及其实现》，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０５～１０８页。



宅基地中大约有１０％即２０００万亩的宅基地处于闲置状态。〔２８〕但是，宅基地闲置现象的发生具有

独特的转型期社会结构原因，对闲置的宅基地需要进行理论分析上的分类处理。宅基地闲置的类

型较多，村庄建设过程中，村民在交通要道建房，原先的宅基地被废弃，便容易出现空心村，外扩内

空的村庄格局中更容易出现宅基地的闲置；少数村民多占宅基地而且留置以后建房，村级组织无

力退出，也在事实上形成宅基地的闲置；举家务工或是已经顺利进城的农户常年不在村庄居住，宅

基地也将闲置；山区宅基地大多在林地上开发，在自然复垦发生之前同样形成宅基地的闲置。不

同类型的宅基地闲置存在巨大的“闲置”差异。空心村问题是村庄宅基地管理问题，在耕地甚至是

基本农田都发生季节性抛荒的前提下，宅基地的闲置显然无法用粮食产量的减损来进行衡量。举

家外出务工所形成的宅基地闲置是农户重要的生存保障，是其进城失败后的退路。山区农村的宅

基地闲置是山地自然复垦的过程，不属于土地资源的浪费。实际上，只有彻底离农农户的宅基地

和违法超占的宅基地才是真正闲置的宅基地，这部分宅基地在所谓的２０００万亩闲置宅基地中只

占其中一部分。因此，所谓的宅基地“闲置”的真问题实际上是村庄的宅基地管理和宅基地规划问

题，〔２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土地资源的浪费。

宅基地利用效率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村人口减少和村庄用地扩大并存的悖论。实证数据

显示，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我国城市化率逐年提升，全国农村人口减少了１．２３亿，但人均宅基地面积却

从０．２９亩上升到０．３４亩，新增宅基地８０万亩。仅从数据来看，农村人口减少而宅基地增加，只可

能是宅基地使用严重超标，那么宅基地的总体利用效率的确偏低。

实际上，对宅基地的利用效率问题要将农业税费政策执行、打工经济兴起和小产权房的异军

突起结合起来进行考虑。首先，１９９６年之后的十年正值农业税费时期，期间农民的农业经济收入

较低，市场化劳动力价格偏低，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全国的建房总量下降，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三次建房潮中处于建房频次最低的一段时期，全国农村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建房行为。其次，与

此同时，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为了逃避农业税费和提高经济收入，大量农民工进城却无法定

居，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就表明减少的１．２３亿人口主要是常住人口

而非户籍人口，即农村人口并未实际减少。最后，与普通农村建房行为疲软相反的是，城郊村和城

中村的违规建房却异军突起，增加了农村宅基地的利用面积。〔３０〕

（三）对扩权论反驳的展开

宅基地问题本身涉及城市发展、小城镇建设、乡村建设、土地征收、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小产权

房治理、土地执法等诸多宏观问题和制度实践问题，这些与宅基地紧密相连的问题并非宅基地使

用制度所能独立承担。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其宅基地利益在于建设用于居住和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房屋。从宅基

地使用权的实践来看，现行宅基地使用制度基本上较好地履行了这部分功能，绝大部分村民有房

可居。对于土地利益密集区的农民而言，宅基地成为具有高额经济价值的稀缺资源，宅基地使用

权的流转的确能够使其获取巨额土地利益，使其既有土地利益合法化。

伴随社会的发展，特定利益的确可以上升为法律利益，并受到法律权利的保护，但并非所有的

特定利益形成之后都具备转化为法律权利的充足正当性。土地利益密集地区的宅基地增值来源

·３０１·

印　子：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属性辨析

〔２８〕

〔２９〕

〔３０〕

韩康：《启动中国农村宅基地的市场化改革》，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刘锐：《空心村问题再认识———农民主位的视角》，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这部分数据很难进行全国性统计，但多点调查的实证经验和生活经验都表明，城郊村和城中村的违规建

房大量存在，其中很多村庄的土地都被用于违法建房。



于城市经济利益的外溢，本质上是宅基地的区位导致的宅基地供求型增值。如果赋予农民进行宅

基地流转的权利，扩张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属性，那么土地利益密集地区的农民将能得到巨

额的土地利益而成为新利益阶层。在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变革之后，土地利益密集地区的农民获得

巨额土地增值利益，这对于其他大田地区的农户来说显失公平。国土管控是世界通则，城郊村和

城中村尽管是土地利益密集区，但土地利益的增值来源于国家发展战略、城市规划、非农用地政策

和城市化速度等外力因素，而与土地本身无关。〔３１〕城郊农民和城中村村民依靠土地区位已经获得

了大量的土地增值外溢利益，如果将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需求合法化，将稀释掉城市的土地增值

利益，而且会培育出大量的土地食利阶层。

四、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实践

尽管物权法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了界定和说明，但宅基地使用权主要是在国家土地管理权的

范畴内发生法律实践。

（一）宅基地公共土地资源的制度配置

宅基地总体上是公共土地资源。《土地管理法》第６２条第２款规定：“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

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村民建设房屋所需宅基地

需要占用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宅基地的用地指标来调控农民的建房行为和建房规

模。尽管农民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但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主要受到《土地管理法》的规制，其合理

性在于，土地资源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和稀缺性，从保护耕地的角度出发，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制极

为必要。国家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公权管制不仅出于对国土资源的保护，也同样使得村庄的宅基地

资源在整体上得到高效利用和总体规划。

在宅基地资源配置实践中，地方政府主要从土地指标控制、土地利用管制和房屋建设管理等

方面进行公权规制。宅基地的所有权归村集体成员所有，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宅基地所

有权。〔３２〕在宅基地资源配置中，我国采用村民自治的具体操作模式。依据《物权法》和《土地管理

法》，村民享有宅基地使用权，村集体组织代表村集体对宅基地资源进行配置和管理。如此，在资

源具体配置中，可以防止村民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恣意利用和过度占用，有助于村庄规划实践中宅

基地的有序合理利用，克服宅基地资源利用的低效。

（二）“一户一宅”与宅基地使用权灭失

《土地管理法》第６２条第１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

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一户一宅”是村集体宅基地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我国法

律规定的“户”是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实践中的权利主体，但对“户”却没有进行明确界定。农村社会

中的“户”是一个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地方性概念，不同地区农村对户有着不同界定。在村集体范

围内界定“户”，可以在宅基地资源配置中实现基本公平。就此而言，法律规定的“户”为宅基地使

用权的法律实践预留了充分的社会空间。

在村庄盖房规范和面子竞争的社会条件下，宅基地资源不过是房屋的落脚地，最重要的还是

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建设房屋。通常的“一户多宅”指的是“建新不退旧”。农户在新的地址上建设

房屋，原先的老房屋依然存在，或是房屋已经倒掉，但并没有复垦为耕地，也未由村集体收回。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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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主要指的是宅基地成为农民建房的竞争性土地资源。就现今农户的建房

需求而言，宅基地的地址最为重要，水、电、路、广场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决定了宅基地的建房价值。

真正应该退出的宅基地是具备良好居住质量地块上直接闲置的宅基地和“一户多宅”中对宅基地

的超占部分。如果宅基地无法退出，归个人占用的宅基地资源便无法回归到公共土地资源系统

中，具有宅基地使用权资格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却不可能真正享受到法律赋予的权利。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约束

宅基地资源是村集体无偿向村民供给的用于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社会福利资源，在建设用地指

标偏紧的前提下，“一户一宅”的宅基地使用原则较好地考虑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农村建房基本需

求之间的平衡。《土地管理法》第６２条第４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

予批准。”尽管村民不会轻易卖掉住房，房屋的买卖和出租率在全国农村极为低下，但是考虑到宅基地

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和宅基地资源供给的无偿性，国家法律必须严格规制村民的房屋买卖、出租行为。

我国土地管理法允许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下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也就是实践中常见的农村

房屋或宅基地的内部买卖。１９８８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１９８８年《土地管理法》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而国务院随后

又出台《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问题得到落实。１９９８

年《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要点在于“非农业建设”，可见农地使用权的转让不

涉及土地用途性质的变更。

尽管宅基地使用权的合法转让被限定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之内，但在实践中，农村依然存在宅

基地的城乡交易，即宅基地使用权的非法转让，而且不断增多。《土地管理法》规定只有乡镇企业、

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农村居民住宅等三类乡（镇）村建设可以使用集体所有土地。

若城镇居民购买了农村的宅基地或直接购买了房屋，那么农村宅基地之上的房屋显然并非“农村

居民住宅”而是城镇居民住宅。也就是说，我国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在法律设定中还加入了身

份的因素，房屋所有者的身份决定了房屋的性质，也决定了房屋所需土地使用权行使的合法与否。

现实中突出的问题是，在宅基地土地发生外力增值地区农村，村民买卖、出租房屋的现象较为

常见，更有不少房屋属于违规违法的小产权房。小产权房的大量出现，主要源于城市化、工业化快

速发展带来的城郊、城中村土地增值和国家政策实践、地方政府推动与政府管理的缺位，其实质是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３３〕小产权房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国家土地用途管制的突破，也即在土地集

体所有制内发生了宅基地使用权的非法转让，使得原本由国家控制的“盖房子的权利”被集体或私

人控制，从而导致了土地公共财政的流失。〔３４〕

（四）宅基地使用权的产权整合

在法律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整合制度总是会面临农村经济基础、村庄社会性质、政治权力结

构、地理区位条件等诸多约束条件的限制。当前，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虚化、村级组织治理能力

的弱化以及农村社会农民利益的分化，宅基地使用权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

在宅基地利用方面，南方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过于物权化，宅基地难以统一规划和调整的负

外部性大量发生，村庄规划难以有效推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举步维艰。相比于此，北方农村的土

地集体所有制一直得到较好的保持，但是近二十年来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产权观念变迁，北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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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公共土地被私人大量私自占用建设房屋；此外，北方村庄中村集体组织对宅基地的管理一直

较为有效，村庄宅基地在宅基地使用权灭失后，应该由村集体收回。〔３５〕但宅基地私有化的加重，使

得宅基地无法有效退出，在国土管制加重的背景下，村庄内出现了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的困难。

在实践中，农民建房意愿缺乏统一性，具体建房行为时常无法有效管理。在地方政府建设管

理疲软和村庄建设管理权虚化的前提下，村民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村民利

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超占宅基地，或是拒不退出宅基地，由此会带来住房建设格局的紊乱。这种村

庄建设格局缺乏规划和管理的实质均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整合困境。

五、重新理解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属性

（一）宅基地使用权与宅基地管理目标

宅基地使用权是对宅基地使用权人土地利益的权利配置。既定法律制度框架内的权利主要

由“占有”和“使用”两部分构成，具体内容是农民有权依法在村集体的土地上建设房屋。宅基地使

用权法律制度不仅由物权法规定，而且是由一系列宅基地管理制度构成，比如《土地管理法》、国务

院和国土资源部所颁发的土地法规与土地政策等。农民的宅基地利益被诸多的土地制度所规制。

我国宅基地管理制度的基本目标在于，“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宅基地资本化收益的

合理分配和保障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３６〕在现有宅基地管理制度框架内，主张宅基地使用权具

备可转让性的变革建言有违宅基地管理的多属性目标。

尽管物权法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了用益物权化的法律界定，但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属性涉及

的宅基地法律问题的复杂性显然并非“用益物权”的法律语词所能独立承担。对于宅基地使用权

的可转性，不论支持与否，既有物权法理论和土地法理论对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属性的理解均存有

局限，它们各自都意图通过单一的法律语词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属性进行抽象界定。

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实践的复杂性并非宅基地之上的法权复合，〔３７〕而是指其牵连的社会、经济

利益甚广，关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国家转型的战略利益。必须强调的是，配置宅基地资源的宅

基地管理制度决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属性，而非所谓的物权法原理或是经过简化处理之后的

经济学产权理论。

实际上，“权利的界定受个人最优化的影响；这种界定要消耗资源，完全界定的成本更是非常

高的。因此，产权永远不会是完全界定的”。〔３８〕从用益物权的法学原理来看，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

结构残缺不全，但这种权利残缺实际上是一种使用权的公共化。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需要大量权

利成本，将可能会导致制度负外部性的产权权利交由宅基地所有权主体来进行支配，将有利于宅

基地资源村庄内部配置的优化。就我国物权立法而言，宅基地使用权并未形成对所有权的限制，

宅基地使用权也并未使宅基地所有权的经济价值得到充分和完全的实现，〔３９〕反而是，宅基地的所

有权构成了村集体对宅基地进行村级管理的基础，宅基地的使用权仅表现为村民基于成员权而能

够享有用于自建房屋的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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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宅基地使用权与地利分化

宅基地的属性、社会功能、宅基地土地利益的分化、宅基地使用实践中所涉及的与宅基地使用

权相关的诸多土地问题，是理解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属性的基础。然而，诸多看似与宅基地使用权

高度相关的土地问题，实际上却不在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的实践框架之内。宅基地土地资源利

益的分化所形成的法律权利诉求客观真实。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利益在形成一定利益体量后，

往往会向立法系统进行法律利益权利化的表达。当前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话语无疑就包含了

这种声音。但问题在于，土地利益的分化并无法替代土地利益的整体变化。既有宅基地使用权法

律制度变革话语显然放大了制度变迁的需求，也忽视了制度变迁的相关社会风险和不良后果。〔４０〕

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宅基地是村庄供给的用于建设房屋的社会福利资源。《物权法》赋予农民

原先的宅基地使用实践以用益物权属性，但这显然是一种法律形式上的权利认定。从《物权法》中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条款来看，在法律符号上标志着用益物权的宅基地使用权并没有赋予农民更

大的财产权利，而更多是将宅基地使用权的落实援引至一直由土地管理法进行调控的范畴之内。

宅基地的法律属性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用益物权的指称范畴，而显然与具有公权属性的土地管理

权发生了某种交叉和融合。

不过，这种同一法律权利在分属私权与公权两种不同法律制度范畴内的交叉，却并非是法律制度

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误解，而是一种基于宅基地使用实践的“回应型”法律制度建构。〔４１〕宅基地是重要

的资源性土地财产，“作为每个人赖以生存必不可少的基本物质保障，资源性财产必须得以最低限度

地、公平、持续地提供给当代和以后世代的每个人；而作为国民财富的源泉，资源性财产又必须肩负维

系国家政策运作的公共责任”。〔４２〕在《物权法》出台之前，宅基地使用实践一直由《土地管理法》规制

和调控，宅基地使用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土地管理制度。这种土地管理制度有两个层面的意涵：国家／

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管理法》及相关的政府政策在土地用途、使用规划和总体指标等方面来进行土地

利用的宏观调控；村级组织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来进行以村庄规划为导向的宅基地治理。

（三）社会转型期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变革

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扩张理论企图通过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化扩权来对法律制度和法

律实践进行不切实际的替代，忽视了复杂而多元的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实践及其历史传统。

在土地事实问题上，扩权论误解了土地利益密集地区宅基地的增值来源和土地增益分配的权利

配置，误以为宅基地之中确实蕴含着财富，忽视了城郊村、城中村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宅基地土地增

值的区位因素，且将局部的宅基地增值表象扩展至全国农村，而在理论上臆造出全国性的宅基地财富

论说和宅基地流转需求，并欲以此来推动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的用益物权化改革。

与之相反的是，《物权法》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界定尊重了之前的宅基地使用制度和复杂的宅基地

事实问题。相比于这一点，法律人的“变法”主张显得欠缺证明力，这与法律人之前曾力推的宪法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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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高度相似。〔４３〕立法者显然并未从物权法原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简要的宅基地统计数据出发来进

行法条拟定，而是充分考虑到宅基地管理制度实践和宅基地法律制度实践的复杂性。因此，现行《物

权法》才以简约主义和原则主义的立法策略来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这种立法尽管是保守的，

但却不至于造成无法挽回的社会风险后果，同时也为进一步的宅基地使用权扩充预留了空间。

当然，既有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并非无须完善之处。在物权法体系内，宅基地使用权法律

制度无法对宅基地管理需求进行有效回应。如果重新理解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属性，从宅基地使

用权的法律实践出发，宅基地使用权实践在村集体内部呈现出不断私有化的产权样态。这种私有

化的产权行使并非宅基地使用权实践的财产权化，而是一种“占有”和“使用”上的私有化，是一种

在既有宅基地管理制度框架下需要克服的产权整合难题。〔４４〕宅基地使用实践中的问题并非通过

改革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能够解决，制度变革的重点和方向在于完善宅基地的管理制度。当下关于

宅基地法律制度的变革话语被限制在财产权利话语和赋权范式之中无法自拔，无法摆脱用益物权

原理的牵绊，进而无法在《土地管理法》范畴中进行立法／政策建议。社会转型期宅基地使用权法

律制度变革的方向在于，宅基地使用权的产权整合与宅基地建设管理的强化。〔４５〕

六、结　　语

如果以十年之前的物权立法之争来反观当下的土地变革话语，可以体察到一种“变法心态”下的“法

律政策学”思维。〔４６〕中国社会早已发生巨大变迁，但土地的社会事实与西方的土地权利依然存在巨大张

力，法律理论中的权利语词及其背后的承载之物与中国农村社会无法完全适配。集体化时期特别是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五十余年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法律实践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土地法传统。〔４７〕而这种法律

传统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宅基地使用的各种制度规定能够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最终以《土地管

理法》的形式完善和确定下来，而２００７年出台的《物权法》显然蕴含了对这种法律传统的接受和吸纳。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传统而非法律本身。〔４８〕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及其

实践也是如此。只有放宽法律的视界，破除掉神圣而普世的物权法信仰，从土地法传统和社会基

础的角度来理解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属性，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宅基地法律实践，并做出真正

有针对性的土地法律制度创新和法律理论贡献。

（责任编辑：蒋红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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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在产权实践中，“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几乎无处不在，就农村土地利用而言，“反公地悲剧”更为显

著。这里所指的宅基地产权整合命题，实质上就是对宅基地利用中对“反公地悲剧”的克服。参见：Ｇａｒｒｅｔｔ

Ｈａｒｄ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１６２（１３）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２４３ １２４８（１９６８）；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ｌｌｅｒ，“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ｏｎ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ａｒｘｔｏＭａｒｋｅｔｓ”，１１１（３）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２１ ６８８（１９９８）；

陶然、王瑞民、史晨：《“反公地悲剧”：中国土地利用与开发困局及其突破》，载《二十一世纪》２０１４年６月号。

英、德、美等西方国家、日韩等东亚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均对宅基地实行管制措施。参见王旭

东：《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５～１７３页。

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当然，这需要更加细致深入的土地法律制度史和法律社会史研究。

法律制度的发展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美国土地法律制度从殖民地时期开始便一直发

生着不断的变迁，最终彻底摆脱了来自英格兰普通法的束缚，而形成具有美利坚特色的高度私有化的土地产权制

度。参见［美］劳伦斯·Ｍ．弗里德曼：《美国法律史》，苏彦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１～４８、

２４１～２５５、４４９～４６５页。


